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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書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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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oi Kam-to. James 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(1832-1953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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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對近代中國教會的影響極為深遠。鑑古知今，回顧及檢 

討他們的宣教事工和策略，不但能使現今的華人信徒了解那一代宣教士的工作和 

情操，也激勵我們無懼於負起代價承擔神在華人中的福音工作。此書確實發揮了 

以上的作用，不單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教會發展史，更讓我們體會到在艱難時代事 

奉主的宣教士之心路歷程。 

此書是基於作者的碩士論文修改而成。作者參考內地會當時出版的資料，並 

努力與當今學者的評論作出對話。蒙其導師梁家麟博士誠心的推薦，是一本有深 

度的論文，是關心中國教會的人應有的藏書。此書除了導言外，共有六章。前三 

章詳細介紹戴德生與內地會從1854年至1953年的發展歷史；後三章就其神學、組 

織、傳教事業和本色化傳教策略作出綜合評估。在第一章裡，作者一方面讓我們 

了解戴德生的成長背景，另方面講出他的傳教策略，是與他所承受的信仰和中國 

宣教歷史背景息息相關。 

此書的主要重點是檢討內地會的傳教策略，並就此與其他學者的觀點作出對 

話。近代有一些學者批評內地會沒有努力推動本色化’並且懷疑他們與帝國主義 

侵華有密切的關係。作者為此問題作出平衡和中肯的評論。他指出戴德生是根據 

自己的信仰和傳教體驗而定下內地會傳教的原則’誠心向中國人傳講福音。而這 

些批評沒有顧及當時代的情況和他們事奉的對象，也忽略了他們的努力°作者的 

論點簡單來說包括以下三大點： 

第一，內地會來華傳教是有誠意的。為了福音的緣故，也為了減少華人對 

傳教工作的猜疑，戴德生沒有理會當時候其他傳教士的哩笑，不單身先士卒’更 

鼓勵其屬下的傳教士穿華服、刹頭、帶假辮子，顯示他們的誠意，向平民百姓傳 

講福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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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內地會基本上沒有利用外國政府的力量來推動傳教事工。戴德生在檢 

討政教的關係後，提出「在民教衝突中不訴諸本國領事及拒絕接受賠償的原則」 

(頁180)，認為傳教士向自己政府提出上訴是違反聖經原則。這立場自十九世 

紀八十年代便成為內地會的政策。在1900^，義和團排外引起內地會五十八名傳 

教士、二十一名小孩和眾多中國信徒遇害。在多國要求清庭賠償的背景下，「戴 

德生按照原則，凡內地會之公物一概不申請賠償，即使中國官廳主動提出也不接 

受。」（頁70) 

第三，內地會在本色化的努力是受他們的傳教對象所限制。針對不少學者批 

評內地會沒有在本色化神學上和教會三自方面作出努力，作者提醒我們要了解他 

們的事奉理念和對象。他提出一個很平衡和有深度的看法：「傳教士的神學信念 

與傳教異象具有緊密的關係，而其傳教異象則導致他們接觸不同的群體。傳教士 

對這些群體的互動關係，影響了他們對中國人的不同了解，也產生了不同的傳教 

困難，需要不同的處理方式。傳教士的傳教策略，基本上便是在這幾個元素之間 

互動拼合而組_。」（頁204)因為戴德生與內地會的異象是向未得之民傳教， 

他們的策略是到內地省份和落後地區去傳福音，是一種「擴散」的模式。因此入 

教者大多是社會下層群眾。因對象緣故，內地會「著重關懷如何更有效地直接佈 

道’遠多於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窮究與對時局的回應。」（頁195)在祭祖的事情 

上’作者引用荀子的看法，指出士大夫與平民百姓對祭祀有不同的看法。對儒家 

學者來說，祭祀是具有道德及社會意義的儀式，但對平民百姓來說，這是取悅神 

靈的途徑°因此，對於集中向平民百姓傳教的戴德生來說，他很自然認為「祖先 

崇拜是徹頭徹尾的拜偶像，每一樣與其有關的事都是如此。」（頁196)在教會 

自養方面，作者提出內地會於晚清時期是在「非不為也，乃不能也」的困擾中。 

鑑於內地會信徒的經濟水平低，自養是很困難的。但在1犯8年時內地會總主任何 

斯德就強調：「在撤離工場之前，於建立自治、自養和自傳的教會上，我們已經 

有相當大的進步，而這亦常是我們的主要目標。在多番的祈禱，及與傳教士同工 

磋商之後，我們確信現今正是時候，必須邁向完全實現這個目標。換言之，必須 

將教會的監督權由傳教士完全轉移至中國領袖的手上。」（頁189) 

在結語中，作者正面地肯定內地會過去在華的福音事工。他說： 

內地會處身於中國 動蕩的歷史時期中’因此評價其傳教事工的成效，便不能不兼顧 

外在環境變動的因素。然而’撇開傳教事業報告中的數據’在中國近代兵荒馬亂的曰 

子裡’內地會的傳教工作曾經實實在在地成為不少受創心靈的祝福與安慰。事實上’ 

晚清傳教士的傳教事工’不論是以『集中』或『擴散』模式為方向’在傳教目標上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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貢獻大概要比二十世紀以後中國基督教空言理論的本色化研究要大。縱然內地會的傳 

教工作經歷重重困難’不過直到他們離開中國之前，戴德生昔日要將福音傳遍中國， 

以及建立中國本地教會的期望’已經完成了絕大部份’餘下的便應是中國信徒本身的 

責任了。（頁205) 

閱讀此書，本人發現一個微小的錯漏。在第六十八頁，關於在義和團時遇難 

的人數’此書$1¾地將各差會遇難人數寫成是內地會的人數’這也與上下文不合。 

筆者核對了作者的論文，發現論文正確地指出這些人數屬于各差會，那可能是編 

輯時的錯漏，盼望將來可以修正。 

最後，作為一個華人基督徒的讀者，我自己深受書中提到戴德生的一段話所 

激勵，盼望這段話也成為讀者的激勵，讓更多基督徒不怕負代價承擔神在華人福 

音工作的使命。戴德生談到宣教士要有刻苦犧牲的精神時說： 

中國需要為救靈魂的緣故，願意過著任何生活，及忍受任何遭遇的、真實的渴慕靈魂 

的人。除此以外，別«他，得以補充或接替。這心願勝過任何才能……（頁14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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